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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田生物多样性评价中常采用指示类群基于物种鉴定水平的数据计算多样性指数，如果能用高级别的分类鉴定结果（如
科）或直接用该指示类群个体数来代替该类群物种水平上的多样性指数，可以极大地节省鉴定的成本和降低鉴定难度。 同时

采用多个指示类群田间取样数据和多种分析方法验证这个问题有助于获得更为普适的结论。 为研究农田节肢动物不同分类级

别和个体数对于物种丰富度的替代效果，于 ２０１９年 ５—８月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两片不同管理措施和多生境的农田景观区进行

了节肢动物群取样调查，并对蜘蛛和蜂类两个类群进行了科级和物种级别的鉴定。 通过分析目级和科级分类水平的数目、指示

类群的个体数与物种丰富度之间的相关性；并基于这 ４个指数进行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同时基于目级、
科级和物种级别数据，采用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ＮＭＤＳ）对比他们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的种类组成差异。 结果显示：
（１）将蜘蛛、蜂类分类至科级可分别拟合其物种水平数据 ６３％和 ８９％的变异性，并且比目级的数据相关性更大。 （２）两个指示

类群的个体数与物种数之间都有极为显著的相关性，且 ｒ≥０．７。 （３）比起目级数，科级数和个体数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的

差异结果和物种数更类似。 （４）基于分科数据的 ＮＭＤＳ 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差异的结果也和物种级别数据的结果更类

似。 因此，在农田生物多样性的评估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较高层次分类的数据，其中科级水平的数据作为首选，从而降低

分类鉴定难度并提高工作效率。 在需要快速进行蜘蛛和蜂类等基于大量标本数目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时，可直接统计指示类群

个体数量来替代物种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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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ｎ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 ｎｏ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ｔｓ， ｂｕ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ｔ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ｅｖｅｌ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ｆ ａ ｒａｐｉ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ｉｄｅｒ ｏｒ ｂｅ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ｔａｘ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ｐｉｄｅｒｓ； ｂｅ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如何在获得足够粮食产量的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当前的研究热点［１—３］。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的基

础，常用作指示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４］。 目前，我国针对农田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仍不能满足我国农

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要求，也无法为恢复农田生物多样性、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数据和技术支持。
在评估农田多样性的工作开展过程中，物种水平的数据（如物种丰富度）最为理想［５］，它反映了生物多样性最

为人熟知的一方面：物种多样性。 但获得物种多样性的信息难度较大，往往需要较多的时间、详细的分类学知

识和专家的支持。 由于农田的物种大多数是常见种，分类学家往往对发现新物种概率更大的自然保护区更感

兴趣，并且往往需要及时快速地评估农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状况。 由于目前鉴定技术与分类学知识的局

限，物种的鉴定是生物多样性评估工作中最大的困难之一，同时也阻碍了农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工作的

广泛开展。 那么在农田生物多样性评估中，是否可以采用更高级别的分类数据或者直接统计某一指示类群的

个体数（多度）来代表鉴定到物种水平的物种丰富度？ 研究结论是否受分类水平的影响，是否目级数和科级数

的结果和物种数的结果一致、或者基于某一指示类群的个体数和物种丰富度的分析结果是否一致？ 如果答案

是肯定的，那么必将大大降低工作成本，加速和推动农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价工作。
节肢动物是农田生物多样性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田中最丰富的生物类群之一［６—７］。 农田节肢动物是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蜘蛛、蜂类可提供虫害控制、授粉等生态系统服务［８］，同时节肢动物多样性随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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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也是评估农田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９—１０］，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估的重要指示生物类群之

一［１１—１３］。 其中，由于蜂类、蜘蛛这两类生物对于农业环境变化敏感，分类基础较好，和其他类群相关性强，同
时物种类繁多，数量基数大，因此成为农田生物多样性评估、农业生境质量调查最常用的类群之一［１４—１６］。

本研究以节肢动物中蜘蛛与蜂类为指示生物，通过收集农田中节肢动物的分目数据，蜘蛛和蜂类两类群

的分科数据和个体数来比较其相对于物种水平的物种丰富度的指代效果，以回答如下两个问题：（１）以节肢

动物评估农田生物多样性时，是否可以用较高分类水平的数据，如目级数和科级数，来替代物种水平上的物种

丰富度的结果？ （２）是否可以只统计指示类群的个体数来反映其物种水平的物种丰富度结果？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该地地形平坦，平均海拔高度 ５ｍ，地属于鄞西平原，土层较

厚，以红壤和黄壤为主；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１７．９℃，年平均降水量 １４００—１４５０ｍｍ，年平

均日照 ２０１０ｈ，无霜期 ２５９ｄ。 为了衡量生物多样性指数对于环境梯度的敏感性，选择该地区的一片有机农业

管理区和一片常规管理区及其下不同的生境类型进行取样设计，以衡量不同指标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下差

异结果的一致性。
１．２　 样地设计与取样方法

有机管理区位于古林镇前虞村（２９°８０′Ｎ，１２１°４０′Ｅ）的“天胜四不用农场”，该区总面积为 ６８．６７ｈｍ２，自
２０１２年建立至今，农场在全区域范围内实行有机管理，未使用化肥和农药；主要生境类型包括露天菜地、蔬菜

大棚、稻田和果园。 露天菜地一年主要种植一轮红薯或蔬菜，蔬菜大棚一年种植两轮绿叶蔬菜，稻田实施水稻

和小麦轮作，果园主要种植桃树和樱桃，并在林下散养蛋鸡，都只施用有机肥。 常规管理区位于距离有机管理

区约 ５ｋｍ的古林镇共任村（２９°８１′Ｎ，１２１°４５′Ｅ），以常规的集约化耕作管理方式进行种植管理。 露天田块一

年一般种植 ２轮蔬菜或玉米、大豆等作物。 水稻田进行水稻席草轮作，大棚蔬菜地年种植 ６轮绿叶蔬菜，施用

较多的化肥和农药，果园主要是柑橘、李树或梨树，有的已经荒废，人为管理很少。 详细信息参见孙玉

芳等［２７］。
在每片区域中同时选择两种面状生境（果园（ＧＹ），露天菜地（ＬＣ））和三种线状生境（稻田田埂（ＳＤ），农

田边界（ＮＢ），蔬菜大棚（ＤＣ））进行节肢动物多样性取样，这几种生境是该地区最为常见的农业生境类型，能
较好的代表整个地区的农田节肢动物现状。 每种生境类型设置 ３个重复样地（样地间间隔至少 １００ｍ，露天菜

地和农田边界除外），每个管理片区合计 １５个取样地，总计 ３０ 个样地。 在每个面状生境样地分别设置 １０ｍ×
１０ｍ的样方，对于每个线状生境样地分别设置 ２ｍ×５０ｍ 或 １ｍ×１００ｍ 的样带。 由于稻田田埂的宽度较窄，我
们根据田埂的实际情况，在田埂中段设置 ５０ｍ的样带，选入的田埂宽度均在 ０．４—０．６ｍ，以减少在不同管理措

施下的偏差。
采用三种取样方法进行农田节肢动物综合取样。 用地表陷阱杯法进行地表节肢动物调查。 对于面状生

境，采用五点取样法在每个样方内设置 ５个陷阱，将陷阱分别置于样方中心点及样方两条对角线上距离样方

中心点 ４ｍ左右的位置；对于线状生境，５个陷阱杯沿着样带中间每间隔 ５ｍ放置一个。 陷阱杯为高 １２ｃｍ、杯
口半径 ４ｃｍ的硬质塑料杯。 杯内倒入约 １ ／ ３ 的饱和食盐水，并加入几滴洗洁精以破坏液面的表面张力。 同

时使容器边缘稍低于或持平于土壤表面，并在容器上方 ５ｃｍ 处支撑一块有机玻璃片作为防雨罩。 于 ５ 月 ２８
日—６月 １１日，７月 ２７日—８月 ２４日期间共计取样六周，陷阱杯放置一周后收集其中标本并更换溶液。

使用扫网法对植被冠层节肢动物进行调查。 对于面状生境，在每个样方内随机行走扫网；对于线性生境，
沿样带进行扫网。 调查人员在样方或样带内行走 ２０ｍｉｎ，利用捕虫网捕获节肢动物。 步行速度大约为 ６—
７ｍ ／ ｍｉｎ，同时挥动捕虫网捕获植被冠层及上方的节肢动物。 捕虫网网纱 ８０目，网口直径 ３０ｃｍ，网深 ５５ｃｍ，杆
长 １１０ｃｍ。 取样于 ９：３０ ａｍ至 ５：３０ ｐｍ的晴天，气温 １５℃以上，风速＜２．５ｍ ／ ｓ 下进行。 分别于 ５ 月 ２９—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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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７月 ２９—８月 ３日、 ８月 ２３日—８月 ２５日共计每个样地完成三轮扫网。
采用挂盆陷阱法（挂盆法）对空中飞行节肢动物进行取样。 每个面状生境样方内设置 ９ 个陷阱盆，分别

置于样方分割为约 ３ｍ的小栅格的交叉点上，在每个样方点，黄白蓝色盆形陷阱分开交叉放置。 在每个线状

生境的样带上放置黄色、蓝色、白色的盆形陷阱各 ３ 个，其中不同颜色的陷阱相间排列，每个陷阱至少间隔

４ｍ。 盆形陷阱口径为 ２１ｃｍ、高为 １２．５ｃｍ，将其挂在长 １．５ｍ的支架上，支架插入地下约 ３０ｃｍ固定。 陷阱中放

入 ３００ｍＬ饱和食盐水和少量洗洁精。 每放置一周收集其中动物标本并更换溶液，取样时间同地表陷阱杯法。
１．３　 数据处理

所有捕获的节肢动物参考《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 ［１７］分目，其中对蜘蛛目和挂盆法捕获的蜂类请专家

进行分科和分种，统计科级数和物种水平的物种丰富度。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计算各个分类级别下面的

丰富度（即该级别下面的分类类别数量）之间的相关性，通过线性拟合得出其回归模型并计算 Ｒ２，以衡量高级

别的分类数据（如目级数和科级数）能否替代物种级别的分类数据（物种数）。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蜘蛛和

蜂类的物种丰富度和其类群个体数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线性拟合得出其回归模型并计算 Ｒ２，用来衡量指示

类群的个体数能否替代其物种丰富度［１０］。
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基于不同分类级别的指数评估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的生物多样性差异。 如果该

鉴定水平下的指数和物种分类水平下的物种数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的差异显著性结果一致，那么就说明

这种分类级别及其指数能较好地替代物种鉴定水平的物种丰富度评价结果［１８］，双因素方差分析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中进行。

为了比较不同分类级别下的数据在不同管理措施与不同生境间的物种组成差异的一致性，采用基于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指数的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ＮＭＤＳ）。 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样地包含的物种组成信息的差异程

度，通过点与点间的距离体现，距离越远，差异越大。 压力指数 ｓｔｒｅｓｓ小于 ０．２的结果都是可接受的［１９］，ＮＭＤＳ
在 ＰＡＳＴ软件进行。

２　 结果

２．１　 研究区域蜘蛛及蜂类组成情况

三种方法共捕获节肢动物 ４００６７ 头，主要分属 ９ 个目，其中挂盆陷阱法捕获 ２２５０２ 头，地表陷阱杯法

１３５２７头，扫网法 ４０３８头。 蜘蛛总计捕获 ８６６０头（含幼体），分属于 ２２ 科，其中成年蜘蛛 ５２９４ 头，分属于 ８７
种。 其中常见科为狼蛛科（Ｌｙｃｏｓｉｄａｅ）（５１７０头，占 ５９．７％），皿蛛科（Ｌｉｎｙｐｈｉｉｄａｅ）（１２２６头，占 １４．２％），肖蛸科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ｉｄａｅ）（９４６头，占 １０．２％）。 优势物种为沟渠豹蛛（Ｐａｒｄｏｓａ ｌａｕｒａ）（１０３１头，１１．７％）；另有 ４８种个体

数均小于 １０头。 有机管理和常规管理样地捕获优势物种见表 １，另有 ２４ 头（分属 １５ 种）仅出现在常规管理

样地中，有 ９２只（分属 ２４种）仅出现在有机管理样地中。
挂盆法共收获蜂类 ２０科 ６８种 ２３８７只，优势科为隧蜂科（Ｈａｌｉｃｔｉｄａｅ）（１４６５只，占 ６１．４％），其中优势物种

为裁切淡脉隧蜂（Ｌａｓ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ｓｃｉｔｕｌｕｍ）（１１８９只，占 ４９．８％）。 有机管理样地和常规管理样地捕获优势物种见

表 １，另有 ３３只（分属 １１种）仅出现在常规管理样地中，有 ９４只（分属 ３０种）仅出现在有机管理样地中。
２．２　 不同分类级别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基于节肢动物的目级数与蜘蛛的物种数显著相关（ ｒ ＝ ０．３２，Ｐ＜０．０１），线性回归拟合的 Ｒ２ ＝ ０．１０ （图 １）；
蜘蛛科级数与物种数的相关性更密切（ ｒ＝ ０．７９，Ｐ＜０．０１）， Ｒ２ ＝ ０．６３；同时蜘蛛的个体数与物种数间有显著相

关性（ ｒ＝ ０．６９，Ｐ＜０．０１），Ｒ２ ＝ ０．４８（图 ２）。
根据挂盆法目级数、蜂类科级数和物种水平下的物种数的相关性分析可知，节肢动物目级数与蜂类的物

种数有极显著相关性（ ｒ ＝ ０．５３，Ｐ＜０．０１），Ｒ２ ＝ ０．２８；蜂类科级数与物种数有极显著的相关性（ ｒ ＝ ０．９５，Ｐ＜
０．０１）， Ｒ２ ＝ ０．８９（图 ３）。 同时蜂类个体数的与物种数有极显著相关性（ ｒ＝ ０．８４，Ｐ＜０．０１）， Ｒ２ ＝ ０．７１（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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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蜘蛛和蜂类优势种个体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ｐ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物种名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有机管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常规管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狼蛛科 Ｌｙｃｏｓｉｄａｅ

沟渠豹蛛 Ｐａｒｄｏｓａ ｌａｕｒａ ６５９ ３５４ １０１３

拟水狼蛛 Ｐｉｒａｔｕｌａ ｐｉ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２７０ １５６ ４２６

拟环纹豹蛛 Ｐａｒｄｏｓ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１４５ ３２９ ４７４

肖蛸科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ｉｄａｅ

华丽肖蛸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 ｎｉｔｅｎｓ ５３ ２２４ ２７７

皿蛛科 Ｌｉｎｙｐｈｉｉｄａｅ

隆背微蛛 Ｅｒｉｇｏｎ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 １１１ ８７ １９８

食虫沟瘤蛛 Ｕｍｍｅｌｉａｔａ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ｅｐｓ １１３ ８８ ２０１

跳蛛科 Ｓａｌｔｉｃｉｄａｅ ０

白斑猎蛛 Ｅｖａｒｃｈａ ａｌｂａｒｉａ ２７７ １３０ ４０７

蟹蛛科 Ｔｈｏｍｉｓｉｄａｅ ０

三突花蛛 Ｍｉｓｕｍｅｎｏｐｓ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ｓ ２３２ １２５ ３５７

隧蜂科 Ｈａｌｉｃｔｉｄａｅ

裁切淡脉隧蜂 Ｌａｓ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ｓｃｉｔｕｌｕｍ ９８４ ２０５ １１８９

褐足淡脉隧蜂 Ｃｔｅｎｏｎｏｍｉａ ｖａｇａｎｓ １７７ ６０ ２３７

胡蜂科 Ｖｅｓｐｉｄａｅ

角马蜂 Ｐｏｌｉｓｔｅｓ ａｎｔｅｎｎａｌｉｓ １７６ ４８ ２２４

方头泥蜂科 Ｃｒａｂｒｏｎｉｄａｅ

连续切方头泥蜂 Ｅｃｔｅｍｎｉｕ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ｓ ８７ ３ ９０

黑小唇泥蜂 Ｓｐｈｅｘ ｎｉｇｅｌｌｕｓ １８ ５４ ７２

黄柄壁泥蜂 Ｓｃｅｌｉｐｈｒｏｎ ｍａｄｒａｓｐａｔａｎｕｍ ３ ４５ ４８

　 图 １　 基于节肢动物目级数、蜘蛛科级数和蜘蛛物种数的回归

拟合

Ｆｉｇ．１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ｒａｎｅａｅａ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２．３　 不同分类级别指数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差异

的显著性比较

蜜蜂和蜘蛛数据的双因素方差分析都表明，目级数

和科级数在不同管理措施之间的差异和基于物种水平

的物种数结果一致，都是有机管理显著高于常规管理

（表 ２）。 在不同生境间的显著性差异上，基于蜘蛛和蜂

类科级数的结果和物种数的结果比基于节肢动物目级

数的结果更一致：就蜘蛛而言，在物种水平上，果园和农

田边界的物种数显著高于蔬菜大棚，其他生境间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 在科级水平上，也是果园和农田边界的科

级数显著高于蔬菜大棚，同时果园和农田边界还显著高

于水稻田埂。 而在目级水平上，果园显著高于蔬菜大

棚，同时还显著高于水稻田埂和露天农田；就蜂类而言，
在物种水平上，蔬菜大棚物种数显著低于其余四种生

境，其余四种生境间物种数无显著性差异。 在科级水平

上，与物种数的结果一致。 在目级水平上，水稻田梗的

目级数显著高于其余四种生境，蔬菜大棚的物种数显著

低于露天农田与农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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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基于蜘蛛目个体数及物种数的回归拟合

　 Ｆｉｇ． ２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ｒａｎｅａｅａ

图 ３　 基于目级数、蜂类科级数与物种数线性回归拟合

　 Ｆｉｇ． ３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ｐｏｉｄｅａ

图 ４　 基于蜂类物种水平的个体数及物种数的线性回归拟合

　 Ｆｉｇ． ４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ｐｏｉｄｅａ

同时，基于指示类群的个体数在不同管理措施之间

的差异和物种数结果也一致，有机管理显著高于常规管

理。 在不同生境间的显著性差异上，基于蜘蛛和蜂类个

体数的结果与物种数结果的一致性介于科级水平和目

级水平的结果之间（表 ２）。 就蜘蛛而言，在个体数上，
果园数显著高于蔬菜大棚、露天农田与水稻田埂；就蜂

类而言，个体水平的结果与物种水平的结果一致。
２．４　 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不同分类级别数据的非度

量多维尺度分析

ＮＭＤＳ分析表明，以蜘蛛为指示生物，在目级、科级

与物种水平下，从样地分布的相似性上，科级和物种水

平的数据结果比较相似。 由于不同管理措施和不同生

境的常见目级都类似，所有样地都聚集在一起，因此目

表 ２　 不同分类级别多样性指数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指示类群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ｇｒｏｕｐ

鉴定水平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指数
Ｉｎｄｅｘ

不同管理措施：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不同生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 Ｃ ＤＣ ＧＹ ＬＣ ＮＢ ＳＤ

节肢动物门 目级 目级数 ７．５６±０．２４Ａ ６．６９±０．２５Ｂ ６．６７±０．４１ｂ ７．２８±０．４０ａ ７．３９±０．３８ｂ ７．５±０．３９ａｂ ６．７８±０．４２ｂ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目级
（仅挂盆法） 目级数 ７．６７±０．３５Ａ ７．００±０．３３Ｂ ７．００±０．５６ｃ ７．６７±０．５０ｂｃ ７．３３±０．７２ｂ ７．５０±０．５２ｂ ７．１７±０．４５ａ

蜘蛛 物种 物种数 ８．２３±０．４６Ａ ７．００±０．４０Ｂ ５．５８±０．８６ｂｃ ８．０８±１．０１ａ ６．９７±０．７２ａｂ ８．５０±１．０２ａ ６．９３±０．７６ａｂ

Ｓｐｉｄｅｒｓ 科级 科级数 ５．６２±０．２８Ａ ４．８９±０．２７Ｂ ４．４６±０．６６ｃ ５．３９±０．６２ａｂ ４．２３±０．４５ｂｃ ６．１７±０．７２ａ ４．７３±０．４９ｃ

蜘蛛目 个体数 １９７．８０±４．０４Ａ １４０．８７±３．１３Ｂ １２２．３３±５．３０ｂ ２３６．００±７．４３ａ １４３．１７±４．００ｂ １９１．６７±４．８０ａｂ １５３．５０±４．７７ｂ

蜂类 物种 物种数 １５．９３±１．１４Ａ ９．１３±０．９２Ｂ ４．８３±１．１５ｂ １６．６７±１．４０ａ １５．３３±１．５８ａ １３．１７±１．８７ａ １２．６７±１．８０ａ

Ｂｅｅｓ 科级 科级数 ９．３３±０．８２Ａ ６．０７±０．７６Ｂ ３．５０±０．９４ｂ ９．６７±０．９６ａ １０．１７±１．２４ａ ８．００±１．３９ａ ７．１７±１．１５ａ

膜翅目
（蚁科除外） 个体数 １３２．９０±３．９０Ａ ３７．１０±２．３０Ｂ １１．１７±２．００ｂ １１８．００±６．５５ａ １１７．５０±６．００ａ ９４．１７±５．８１ａ ８４．１７±６．０４ａ

　 　 注：Ｏ：有机管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常规管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Ｃ：蔬菜大棚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Ｙ：果园 ｏｒｃｈａｒｄ；ＬＣ：露天菜地 ｏｐｅｎ⁃ａｉｒ ｆｉｅｌｄ；ＮＢ：

农田边界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ｒｇｉｎ；ＳＤ：稻田田埂 ｐａｄｄｙ ｒｉｄｇｅ；Ａ、Ｂ 代表在有机和常规管理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ａ ｂ ｃ ｄ 代表在不同生境间差异的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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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据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区分不开（图 ５）。 对于科级和物种水平数据，虽然不同管理措施下的样地总

的区分度不明显，但是对于稻田田埂、果园和农田边界这三种生境，有机和常规的样地明显分开（图 ６，图 ７），
说明有机管理下三种生境的蜘蛛种类组成明显不同于常规管理样地。 有机和常规管理下露天菜地的蜘蛛组

成在科级数据和物种级别数据都聚集在一起。 仅蔬菜大棚这种生境，在科级水平下，有机管理和常规的样地

相互分开（图 ６），而在物种水平下，两种管理措施下的样地又混合在一起（图 ７）。

　 图 ５　 有机管理和常规管理下不同生境类型节肢动物目级水平

（ｓｔｒｅｓｓ＝ ０．１６）数据的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ＮＭＤＳ）

Ｆｉｇ．５　 Ｎｏｎ⁃ｍｅｔ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 ＮＭＤＳ ）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ｓｔｒｅｓｓ＝ ０．１６）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有 机 管 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 常 规 管 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Ｃ：蔬菜大棚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Ｙ：果园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ＬＣ：露天菜地 ｏｐｅｎ⁃ａｉｒ ｆｉｅｌｄ；ＮＢ：农田边界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ｒｇｉｎ；ＳＤ：稻田田

埂 ｐａｄｄｙ ｒｉｄｇｅ

　 图 ６　 有机管理和常规管理下不同生境类型蜘蛛科级水平（ ｓｔｒｅｓｓ

＝ ０．０８７）数据的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ＮＭＤＳ）

Ｆｉｇ．６　 Ｎｏｎ⁃ｍｅｔ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 ＮＭＤＳ ）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ｅｖｅｌ （ ｓｔｒｅｓｓ ＝ ０． ０８７ ）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图 ７　 有机管理和常规管理下不同生境类型蜘蛛物种水平 （ｓｔｒｅｓｓ＝

０．１０）数据的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ＮＭＤＳ）

Ｆｉｇ．７　 Ｎｏｎ⁃ｍｅｔ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 ＮＭＤＳ ）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ｉｄｅｒｓ （ ｓｔｒｅｓｓ ＝ ０．１０）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以蜂类为指示生物的结果中，以目级、科级、物种水

平下的分析结果上科级和物种水平的数据结果更一致。
常规管理水平下样地更为集中，说明有机管理水平下不

同样地蜂类种类组成差异更大，但是整体上都无法区分

有机和常规之间的蜂类组成差异（图 ８、９、１０）。 针对不

同生境在两种管理措施下的差异，三个级别下，农田边

界和水稻田埂在不同管理措施间都能区分开。 目级分

类水平下，果园和露天菜地的样地在有机和常规管理下

都无法区分开，而蔬菜大棚在两种管理措施下能级别区

分开（如图 ８）；科级和物种级分类水平下结果正好相

反，果园和露天菜地能区分开，蔬菜大棚不能区分开

（图 ９、１０）。

３　 讨论

与刘云慧等采用步甲类群分科数与物种数反映的

结果类似，鞘翅目分科水平上及步甲科分种水平上多样

性数据反映的结果基本相同［１０］，我们选取的节肢动物

１９２５　 １３期 　 　 　 谢冰一　 等：农田节肢动物类群不同分类级别和个体数对物种数的替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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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８　 有机管理和常规管理下农田不同生境类型挂盆法节肢动物

目级水平（ｓｔｒｅｓｓ＝ ０．０８５）数据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ＮＭＤＳ）

Ｆｉｇ．８　 Ｎｏｎ⁃ｍｅｔ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 ＮＭＤＳ ）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ｔｒｅｓｓ＝ ０．０８５）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ｂｙ

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ｐａｎ ｔｒａｐｓ

　 图 ９　 有机管理和常规管理下农田不同生境类型挂盆法蜂类科级

水平（ｓｔｒｅｓｓ＝ ０．０２９）数据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ＮＭＤＳ）

Ｆｉｇ．９　 Ｎｏｎ⁃ｍｅｔ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 ＮＭＤＳ ）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ｅｖｅｌ （ ｓｔｒｅｓｓ ＝ ０． ０２９ ）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ｂｙ 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ｐａｎ ｔｒａｐｓ

　 图 １０　 有机管理和常规管理下农田不同生境类型挂盆法蜂类物

种水平（ｓｔｒｅｓｓ＝ ０．０４２）数据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ＮＭＤＳ）

Ｆｉｇ．１０　 Ｎｏｎ⁃ｍｅｔ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 ＮＭＤＳ ）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ｅｅｓ （ ｓｔｒｅｓｓ ＝ ０． ０４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ｂｙ 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ｐａｎ ｔｒａｐｓ

类群的蜘蛛和蜂类在不同分类水平下的相关性从大到

小分别为科级、个体数、目级，其中科级数和个体数与物

种数的相关性系数都大于 ０．７。 在 Ｄｏｒｍａｎｎ 等的研究中

指出，两个变量相关系数 ０．７ 以上，这两个变量共线性

会很强烈，因此相互之间可以直接替代［２０］。 全球的尺

度上，Ｚｏｕ等也发现，在各种不同生物类群中，尤其是在

节肢动物类群中，分科数与物种数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

性，因此在研究中为节省鉴定时间与成本，可以用分科

数来替代物种数［２１］。 本研究中，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蜂类和蜘蛛的科级数和个体数在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

间的差异和物种数结果基本一致，均可较为真实地反映

有机农业和低集约化生境类型具有更高的生物多样性

的普遍结论。 ＮＭＤＳ 结果也显示科级的数据和物种水

平的数据结果相似最大，而目级的相似性相对更低。 可

能的原因包括：（１）在更高的分类等级（如目级）上进行

的鉴定工作虽然既容易又快速，但是由于更高的分类级

别并不是自然单位，而是为促进信息系统分类的人为分

类级别，故所得结果可能无法更好地反映物种丰富度的

指示结果［２１］。 同时，农田生物类群相对于自然生境更为单一，常见的目级类群数量有限，因此在不同管理措

施和生境间的差异性结果更不明显。 （２）在较低的分类等级（例如属）的数量结果可能会对于物种多样性带

来更有力的说明，但鉴定到该水平往往也是耗时且具有困难的［２２—２４］。 因此，科级水平的数据可能是反映物种

水平数据时较好的折中。 （３）在两类节肢动物的统计分析过程中，个体数与物种数之间也有较强的正相关

性，从概率上讲，捕获到的个体越多，个体属于不同物种的概率也就越大。 故在进行关于生物多样性评估的工

作中，需要快速获得基于大量蜘蛛和蜂类物种数据的结果时，可通过直接统计其科级数或个体数量来指示物

２９２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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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但前提是不同样地的取样强度，包括取样范围、取样方法、取样时间和取样周期等是一致的。
此外本研究显示，不同分类水平指数与物种数相比较所反映的不同管理措施和生境间的多样性变化趋势

基本类似，其中有机管理水平显著高于常规水平，蔬菜大棚内生物多样性最低。 在不同管理措施间的生物多

样性差异结果和以前的研究一致，许多研究都表明，常规管理田块由于化肥农药等大量使用，未施农药的有机

田块中具有更高的植物多样性以及植食性节肢动物多样性，因而更高的营养级类群如蜘蛛等捕食者可以获得

充足的猎物资源，从而增加捕食性节肢动物的多样性［２５—２７］。 在不同生境间，一般生境的植物结构复杂、覆盖

度高、生境异质性高、微气候稳定都有利于田间动物群落的建立及其个体的存活［２５］。 与受人为干扰较多的蔬

菜大棚和农田内部相比，农田边界、水稻田埂和果园的植被结构更加丰富和复杂，且农田边界和水稻田埂受到

的人为干扰较少，属于半自然生境类型，可以为农田节肢动物提供栖息地、避难所、食物资源和迁移廊道，因此

它们的生物多样性更高。
物种丰富度（即物种数）是物种多样性测度中操作简便且指示效果明显的一个 α 多样性指数，但也只是

衡量物种多样性的一方面。 衡量 α多样性的指数还包括多度（也就是个体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均匀度指数，Ｆｉｓｈｅｒｓ′α等［２９—３０］，它们分别反映了生物多样性不同方面的信息，有各自的适用条件。 考虑目级、
科级信息的多样性指数也是必要的。 因此，衡量生物多样性时，采用多个生物类群、多个分类级别和多个多样

性指数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天敌和传粉生物，其个体数量关系到生态服务功能的强弱，在进行生物多样

性评价时更应给予考虑。
本文的前提是把物种数看作衡量生物多样性高低的最佳指标，但是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物种和生态系

统，乃至景观多样性，因此物种数不能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全部信息。 并且，此处选择的物种数只是常用的两类

生物类群（蜘蛛和蜂类）的物种数，其他生物类群，如步甲，蝴蝶，鸟类，植物等的物种数高低并不一定和蜘蛛、
蜂类的物种数保持一致性［３１］。 如在欧洲大尺度的研究中，就发现仅用一个指示类群的高低并不能很好地衡

量其他生物类群的多样性状况［３２］，在本研究中，蜘蛛和蜂类对于不同生境间的响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由于

每个类群都具有独特的生态行为特征，因而对于环境的响应都有其特异性［３３—３４］。 因此，同时采取多个类群来

综合评价生物多样性的高低具有更好的代表性［３５］。

４　 结论

在农田节肢动物不同分类级别的指示效果中，节肢动物分目或指示类群分科数据的指示结果与物种级别

数据的指示结果基本一致，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较高层次分类的数据———其中科级水平的数据作为首

选，或直接统计指示类群个体数，以快速获取数据，减少鉴定难度并提高工作效率。 如果需要更细致、准确的

研究，深入进行生物多样性的编目与评估等，则需要更仔细鉴定的工作，把标本鉴定到物种水平，乃至不同功

能群。 同时，采用多个指示类群，多个多样性指数综合评价等方法能更为全面地反映生物多样性的整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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